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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为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发挥作用 
 

法学所   李步云  
 

  “论依法治国”一文，先后发表在《法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和《光明日报》1996 年 9 月
28 日，署名王家福、李步云、刘海年、刘瀚、梁慧星、肖贤富。这篇文章获得 1996 年“五个一
工程”奖。这篇文章之所以能获奖，同以下情况是分不开的。 
  首先，同法学所学者为中央领导同志讲课有关。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每年听两次法制讲座。在 1995 年冬准备开设第三次讲座时，江泽
民同志圈定了司法部建议的“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

个题目。经过咨询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后，司法部领导决定这次讲座由我来讲。当我起草的“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文基本完稿时，我建议把原来的题目改为“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比较科学。在讲稿已完成并准备在司法

部作试讲前不久，在王家福教授的生日聚会上，有同志提出，为了确保这次重要讲座能够由法学

所的同志主讲，可否增加几位同志组成课题组，我表示同意并向有关负责同志汇报。1996年初，
我在司法部试讲。第二天，法学所领导通知我，司法部建议这次讲座由王家福教授讲可能更好。

因为王教授以前给政治局讲过课，对实际情况也更了解，我表示同意，并开始起草第二篇稿子。

1996年 2月 8日，王家福教授代表课题组在中南海向中央领导作了宣讲。讲座上，江泽民同志发
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社论。后来课题组的讲稿“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和我的讲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刊登在

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主编的《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一书中。“论依法治国”一文就是在给中

央领导讲课稿子的基础上，增删加工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法学所专家为中央领导的讲座，对

中央最后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其次，与法学所学者在人治与法治的长期论争中，一直坚持正确观点有关。1979年 9月末，
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李步云、陈春龙、

王德祥曾为大会提交一篇题为“论以法治国”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以法治

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二是克服以法治国的思想障碍；三是健全法律制度，实现以法治国。该论

文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以这篇文章为

起点和标志。在中国学者，主要是法学学者中形成了三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法治论”、“结合

论”与“取消论”，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和长期的理论争鸣。第一种观点主张，要法治，不要人

治，倡导以法治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也好，人治也好，法治与人治应当结合。第三种观点

认为，法治是西方的概念，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有法制就足以，不必再讲法治。法学所多数学者

坚定地站在“法治论”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文，对统一学术界和全党、全国人

民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为 1996年中央讲座的主办，1997年党的十五大做出依法治国战略决策，
以及 1999 年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写进宪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我在“从法制到法治——20
年改一字”这篇文章中，曾详细回顾过这段历史在长期的这场理论争鸣中，法学所专家学者所起

的作用。 
  第三，同法学所学者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学术观点并被广泛采纳有关。我们运用大量历史事实

和理论，分析回答了法治与人治应当结合的错误观点。二是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理论，澄清了

“取销论”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顾虑。三是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法制与法治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区别：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律制度是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而言，属于“制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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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两者是一组概念，无人治无所谓法治，无法治也无所谓人治；法制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包括宪法和民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规则，以及与此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

护法等各种制度，它是一个中性词汇。法治概念与此不同，它是一种特定的治国理念与治国原则。

前者指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和条件，不能依靠一、两个圣主贤

君，而是要寄希望于建立一种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与制度。后者指一个国家在实践中必须有完备

的法律以及法律要有权威，法律要平等，程序要公正等等；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

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如希特勒掌权的前德国和国民党统治的旧

中国，也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绝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四是从四个方面对依法治国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和深入分析，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五是提出了建

设“法治国家”的新概念。此前，在党和国家的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中，从未使用过“法治国家”

的概念。我和王家福、刘海年在 1989 年《法学研究》发表的“论法制改革”一文中就提出法治
国家的概念，但直到这次讲课中央才正式采纳，并确立为我们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六是对法治

国家的标准作了概括，对其具体内涵和存在问题作了分析。 
  1999年，依法治国方略与法治国家目标被写入宪法后，人民日报约我写了“依法治国的里程
碑”一文。人民日报还特为此文加了编者按。为了使法治国家的标准与要求更加全面、简明、清

晰，以便广大国家公务人员和公民更好地记忆与掌握，我将它概括为 10条共 40个字，法制完备、
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公正、党要

守法。法学所学者在依法治国方略上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得到法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 
  我认为，授予“论依法治国”一文以“五个一工程”奖，既是对这篇论文的肯定和嘉奖，也

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学术团队长期以来为在我国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所作的努力与

贡献的评价与表彰。 


